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3, 11(6), 4780-4788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682  

文章引用: 张锦超. 法律商谈论视野下我国教育法典编纂方法研究[J]. 法学, 2023, 11(6): 4780-4788.  
DOI: 10.12677/ojls.2023.116682 

 
 

法律商谈论视野下我国教育法典编纂方法研究 

张锦超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收稿日期：2023年6月13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11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1日 

 
 

 
摘  要 

法典化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制度，它旨在通过对现行的教育法规的修订、完善和整理，使其具备更加完善

的法律体系，以便更好地管理和规范教育活动。本文试图从哈贝马斯法律商谈理论的视角出发，深入探

讨跨文明对话的可能性：哈贝马斯法律商谈理论中的民主性、合法性、合理性元素与比较法中的文明交

流与互鉴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为跨文明对话提供有效的指导。直到今天，教育法

法典化已经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之势，进而有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但是不可否

认的是，它仍然面临教育法法典在理论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难以完成和不能完成的问题，如教育

立法修法任务艰巨，法典化任务艰巨。通过德日英美教育法典的模式以及法典背后法律教育文化的比较，

站在全球化的视角观察，哈贝马斯法律商谈理论给予我国教育法典的编纂以一种方法上的启示：我国教

育法典编纂应当坚持法治立法方法论，理性立法方法论和民主立法方法论，教育法法典化需从巩固理论

基础和筑牢根基着手，对现行教育法律体系进行整合，科学架设法典化脚手架。同时也值得我们在学习

国外优秀法典制度和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建构适合我国教育法法典化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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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dification is an important legal system, which aims to make it have a more perfect legal system 
through revising, perfecting and sorting out the existing educ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so as to 
better manage and standardiz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
ity of inter-civilization dialog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bermas’ legal negotiation theory: the 
elements of democracy, legitimacy and rationality in Habermas’ legal negotiation theor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deas of inter-civilization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in comparative law,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can provide effective guidance for inter-civilization dialogue. Until to-
day, the codification of education law has been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times and the trend of the 
people, and then it has a soli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foun-
dation. However, it is undeniable that it is still faced with the problems that are difficult or im-
possible to complete in the theoretical, institution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the education law 
code, such as the difficult task of education legislation revision and codification. Through the com-
parison of the model of the education code in Germany,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egal 
education culture behind the c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the theory of Habermas’ 
legal negotiation gives the codification of China’s education code with a method of enlightenment: 
the codification of education law in our country should adhere to the law of law methodology, ra-
tional legislation methodology and democratic legislation methodology, and the codification of 
education law should start from consolidat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building a solid foun-
dation, integrating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of education, and setting up the codification scaffold-
ing scientificall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worth us to construct a plan suitable for the codifica-
tion of China’s education law on the basis of studying the excellent system and culture of foreign 
code and combining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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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哈贝马斯关于法律商谈的理论，是西方学界晚近以来最为关注的法哲学命题。哈贝马斯为了克服资

本主义社会中的合法性危机而提出了基于交往理性和商谈民主，将法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融合在一起的法

律商谈理论，该理论的有关研究已十分丰富。但是，如哈贝马斯研究学者麦卡锡所说，该理论在理想性

和多种不同的实践土壤中面临紧张关系。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全然不同的情况下，哈贝

马斯理论还能不能进行有效地重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受此启发，将目光投向传统中国社

会的教育法典编纂实践，并希望探索其中是否存在与哈贝马斯理论进行对话的中国元素。在前人的研究

成果基础上，寻找与哈贝马斯理论相通的地方，从而进一步丰富和深化这一理论的实践内涵。 

2. 理论视角：哈贝马斯法律商谈理论的“立法观” 

一切法律皆源于商谈，这是哈贝马斯法律商谈理论的基本观点。在教育领域，这一理论同样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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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义。教育权利是每个人所固有的一种基本权利，其源于立法主体间的商谈共识。在教育法典的编纂

过程中，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理论资源，以解决教育法典立法当中的权利

配置与价值诉求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法律商谈是一种规范性理论，强调用制度化的程序规则来形成法律的意志。在教育

法典的编纂过程中，我们需要着重考虑公民的受教育权，维护公民的受教育权这一宪法性权利。在教育

法典编纂的过程中应当采用法律商谈的理论方法，让公民能够参与到教育法典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表

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教育权利的配置直接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教育的质量，通过法律商谈，

平衡各方利益，确保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教育权利。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不同教育群体的价值

诉求，让教育法典更加符合不同群体的需要。 
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理论还强调了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在教育法典的编纂过程中，我们需要确保程

序正义，让每个参与者都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同时，我们还需要确保法律商谈的结果是公正的，

不会对任何一方造成不公正的损失。因此，我们需要遵循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理论中的民主协商元素，

吸纳各方主体参与到立法工作中来，使我国教育法典的编纂具有公众参与性和民主性。 
协商民主建立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基础之上，“交往理性”作为其哲学支持，协商民主是一种

平等对话、理性决策的治理模式，可以避免少数人操控或多数人暴政的问题。在教育法典的编纂过程中，

通过公众参与和民主决策的方式，可以使教育法典更加符合公众的利益和需求，增强其合法性和可接受

性。在实践商谈立法时，应确保所有参与者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包括学生、家长、教师、科研人员、社

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通过公开、透明、包容和理性的协商过程，各方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利益诉求，经

过充分交流和协商达成共识，最终形成符合公共利益的教育法典。 

3. 教育法典编纂协商立法的价值诉求 

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的合法性就是法律事实性和法律有效性的有机统一。协商民主可以确保共同

政治意志，确保合法性规则得以形成。协商民主是建立在以包容为特征的互动和协商之上的，它由道德

话语、伦理话语及实用话语构成。就法律的正当性而言，协商民主是对共同意志与意志形成的影响即对

立法过程价值的影响。交往理性为协商民主提供了理论支持，哈贝马斯认为协商民主最本质的特征就是

法律商谈的程序机制。相互理解结构–合法化法律–构成了法律商谈的表征，通过法律秩序的合法化以

实现能够保障公民平等、基本的个人自由以及政治自由的目标；但同时它的合法性也来自于交往形式，

而这种交往形式对自由表达和自由维护有着实质性的意义  [1]。交往与协商这一权利产生于法律发展的进

程并得到确认，它构成了连接主权与人权，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的桥梁，为现代社会法律合法性的起源

提供基础架构。 

3.1. 集体的理性认同 

在法律共同体内，集体理性既被认为是公民参与政治公共生活领域所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又是公

民公共精神最重要的表征。在现代公民社会中，集体理性意味着平等自由，在国家和社会的充分认可下，

公民获得了基本权利和义务，并在公共生活、尤其是立法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这种集体理性

精神只有在法律商谈的实践中才能得到有效的重塑。法律商谈作为一种规范性的话语机制，引发人们理

性立法，政治参与，公民自治等理想诉求 [2]。简言之，这既是民主法治的表现形式，也是民主法治理念

在我国的具体表现。其所呈现出的以公民参与法律治理为基础的政治自治理想强调以充分讨论与理性协

商来激发公民的热情，加强公众对社会问题的认同与理解 [3]。协商民主作为民主形式之一，以公民主动

参与公共事务、传递深刻的公共伦理与价值观念、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为内容，切实推动集体精神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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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和建构。罗尔斯认为，集体理性是在多元化社会中形成的“重叠的共识”。公共协商结果是否合法，

既是出于对全体人民需要与利益的考量，也是出于对法律制度运行效果最优化进行协商的现实需要。通

过法律商谈人们借助理性力量抑制偏见与自私。法律商谈这一理想在使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机会发表意

见和确保对话自由和开放的前提下，要求公民具有公开发表意见和考虑别人意见的能力 [4]。因此，在一

定意义上，法律商谈机制有利于立法过程集体理性的认同更好地达成。 

3.2. 利益的有效权衡 

立法过程是政治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在于平衡多元利益，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各方利益

均衡。商谈民主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核心实践方式，旨在通过有效协商途径让各利益主体意见得到

兼顾并达成共识。商谈民主承认社会多元性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差异与分歧，并通过平等合作的方式，让

所有利益主体实现最大公约数的利益平衡 [5]。在协商民主模式下，每个利益主体都具有平等的话语权，

无论其地位高低，都可以在理性对话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样的协商机制避免了少数利益主体通过

既有的财富资源和权力资源压制公共协商机制。同时，法律商谈模式还强调反思传统利益平衡模式，修

正其制度缺陷，以更加有效的方式促进各方利益的均衡化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协商民主的核心精髓在

于权利的有效平衡实现，它是连接个体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纽带。在此过程中，利益主体不仅仅是为了自

身利益而参与，而是将私人利益提升为公共利益，追求共同的社会价值。 

3.3. 冲突的公正解决 

社会冲突常常是因为人类对于自身的无尽欲望与社会的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而那些处于

优势地位的利益主体往往重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则强调自己的自我利益不可

或缺。因此，在立法过程中，法律被视为社会关系调整器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解决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之

间的冲突。在立法过程中，应该考虑到社会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并将公共协商所产生的公共舆论作为

一种核心的价值尺度来指导立法活动。 
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法律规范本质上具有广泛的民主性，不能变成少数利益集团的私人产品。

因此，应建立科学、合理的立法协商机制，建立公众对于法律的广泛认同。从公众的角度来看，立法公

正可以衡量法律制定的满意度。在通过法律证成和解决冲突的过程中，公共参与与协商是公民权利行使

和意志实现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法治国家中，立法权来自人民的授权，人民有权监督其运用。正式或非

正式的公共场所为各类利益主体提供了通畅、规范的利益表达渠道。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形成的公共

舆论和协商民主有助于增加立法过程的透明度和公开性。此外，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和矫正偏差，

维护公平和正义。 

4. 域外教育法典的类型比较 

4.1. 法典形成模式的比较 

4.1.1. 英美：问题导向的专题化模式 
谋求体系化不是普通法最为核心的目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英美这样普通法国家教育法学的发展就没

有章法 [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美教育法学的研究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问题意识与实用主义取向，

更多地采用专题式理论编排，意在对现实中特定教育治理现象进行解读，因此，它在目标定位上自然就

不大注重宏大逻辑结构构建。美国学者早于 90 年代就已经注意到，他们国家教育法学引起大受瞩目的原

因主要是教育诉讼比较发达，以致出现了“法官造法”模式，官司牵扯到政府财政拨款，学生纪律处分，

教育隐私，教育平等，校园侵权，教师和学生的权利和责任等诸多问题，成为教育法领域中的一个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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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同样地，美国教育法学理论研究也较为零散，例如内尔达 H.坎布朗–麦凯布撰写的教育法学经典著

作《教育法学：教师与学生的权利》。在这部经典著作里，不同主题之间逻辑关联比较松散，而且主要

是以“几个教育问题的拼接加可适用法律的原则”为内容，且对于教育立法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法院判

例的分析上，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导向。实际上，专题化模式注重判例研究与政策分析，这也在某种程

度上弥补了教育立法上不完全列举的缺陷(由特定案件制定更加具体和公正的规则)。 

4.1.2. 德国：逻辑导向的系统化模式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典型国家，其法学理论具有较明显的体系化特征与成果，教育法方面亦不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受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学者曾很少研究教育领域中的法律问题，但是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德国教育法学的发展从一开始便表现出系统化努力的方向，并没有停留在对分散

问题的研究上，这与英美国家专题化模式构成很大区别。 
如德国学者黑克尔和希普在 1957 年发表的《学校法学》一书，这本书之所以被认为是德国教育法学

走向相对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究其原因，即是其理论体系相对成熟，借鉴了传统“潘德克顿体系”强

调理论框架逻辑性，整体上划分为“组织法”与“权利法”这两条主线，并且把校内外各种法律关系联

系在一起，开创了世界教育法学系统研究的先河 [7]。就在同年，德国的《少年法》杂志更名为《少年法

和教育法》，成为著名的研究教育法学的专业性杂志 [8]。 
20 世纪 60 年代后，由于学制改革与立法实践的促进，德国出现了黑克尔《学校法与学校政策》(1967

年)等一批教育法学专著、莱因与他人合著的《教育权利以及在人口稠密地区的实现》(1969 年)、亨内克

的《国家与教育》(1972 年)等 [9]。当然，这种逻辑导向系统化模式并不是没有局限性的，其对于教育法

问题的研究不同程度地借鉴行政法学体系，甚至曾一度把教育法看作是“特别行政法”，从某种意义上

讲，很容易忽略教育法研究领域的特殊性以及教育治理问题的针对性，对于现实需要的关注稍显欠缺，

相对于美国代表性专题化模式而言各有其优缺点 [10]。 

4.1.3. 日本：价值导向的功能化模式 
略晚于同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德国和日本，教育法学是在 50~60 年代真正形成的。在这之前当然也出

现过一些零零碎碎的教育法学研究成果，但是大都把教育法看成是行政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相当

强烈的公权力色彩。日本教育法学科相对独立化是伴随着战后教育改革而发展起来的，学术界对于在一

般行政法领域盛行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在兼子仁，堀尾辉久和永井宪一等人

的不懈努力下，发展出两个互动式的概念，依侧重立场之差异而建构出独立于行政法分论之外的教育法

学体系。这一范式有较明显的价值取向，功能定位是保障受教育权与教育自由 [11]。 
而较有代表性、影响较大的成果是兼子仁 1963 年发表的《教育法》，(1978 年再版)。该书明确地把

研究对象局限于“教育”，“教育制度”，这与以往片面地审视教育行政形成鲜明对照，包括：教育法

概念、法源、世界各国教育法律的历史和原则、教育权利，自由和平等、教育权力和教育行政权力以及

教育管理制度等。这一逻辑结构同普通法国家碎片化专题模式构成很大区别，其具有较强的逻辑周延性

和价值导向性。 

4.2. 域外法典背后法律教育价值的比较 

4.2.1. 德国教育法典编纂的功能特征 
德国教育法体系内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制度设计，这有助于实现联邦与州、各州之间教育活动相对协

调统一，从而提升教育法体系的整体协调性与稳定性。具体体现为如下几个特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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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各方主体达成合作共识。关于教育法典制定的重大发展和改革问题，通过联邦与州的相互合作和共

同决策来处理提升大学教育质量与科研条件、AI 治校等问题，以《GWK 协定》为依据，促进联邦与州

签署共同资助协定实现跨州大学治理 [12]。《KMK 协定》要求各州建立具有“等值性”的教育结构，改

进学历资格互认程序，促进人员跨州流动，包括实现学生无障碍跨州转学。同时，各州应共同制定和改

进教育质量保障措施，对相应标准和课程框架达成共识。 
以信息共享为前提，促进大学协同治理。德国在《KMK 协定》中明确了信息共享的各类方式，包括

要求各州参与国家和国际性的学生成绩测评，为德国年度教育报告撰写提供数据，定期参与教育检测，

并对数据使用达成共识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各州教育发展情况透明化，为各州相互协同、相互参照提

供了重要依据。此外，基于《KMK 协定》，文教部长联席会还建立了德国教育体系信息数据库，其年度

出版物《学生、班级、教师和学校毕业生》汇集了近十年关于所有联邦州教育发展的数据，且因其成员

属性，数据直接来源于各州最高教育管理部门。 
以权力平衡为原则，建立沟通协商机制。作为实体性政策协调机构，德国科学联席会和文教部长联

席会的运行须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德国科学联席《GWK 协定》对程序的规定主要涉及主席团成员构成和

决议机制两个方面，其程序设计有效实现了各方权力平衡，充分体现了“促进共同决策”的宗旨。具体

而言，根据该协定第 4 条，联席会主席从联邦政府代表和州政府代表中，各选出一名成员，任期两年。

两名主席团成员每年轮流担任主席并代表彼此(主席团成员可各任命一名常务主席)。在决议机制上，联邦

政府代表共 16 票，州政府代表各 1 票(共 16 个州)。在表决中，至少需要获得 29 票才能通过；被否决成

员可在特别表决(少数表决)环节表达不同意见。可以说，主席团内轮换机制以及联席会决议机制，充分尊

重了各州意见，较好地实现了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平衡。 

4.2.2. 日本教育法典的价值继受特点 
日本教育法典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受到了英美国家的教育理念和制度的影响，具有一些与英美国

家相同或相似的功能特征。 
第一，注重教育的公平性与普及性。日本教育法典规定了教育的公平和普及原则，强调教育是人人

都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政府努力提供各种教育机会，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

育、高等教育以及成人教育等。同时，为了保障教育的公平性，日本政府制定了相关政策和措施，如对

学生的资助、对特殊需要学生的支持等。 
第二，重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日本教育法典强调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重要性，规定家长和社

会各界都有责任参与教育，形成全社会的教育合力。为了加强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衔接和配合，日本

政府开展了各种家庭教育活动和培训，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需求，提供正确的教育方

法和理念。 
第三，推进国际化教育，注重个性发展。日本教育法典强调推进国际化教育，鼓励学生学习和掌握

国际先进知识和技能，提高学生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学校加强了对外交流

与合作，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国际教育项目和机会，包括学生交流、合作办学、海外实习等。鼓励学生根

据自己的兴趣和潜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学科和课程。为了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日本学校提供了多样化的

课程和活动，包括艺术、体育、科技、人文等各个领域。 

4.2.3. 美国教育法典的价值内涵 
美国的教育法典具有多种功能特征，这些特征体现了美国教育制度的基本理念和特点。以下是美国

教育法典的主要功能特征： 
第一，多种文化兼容，教育具有多元性。美国几乎是一个由多种移民的后裔组成的国家，民族构成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682


张锦超 
 

 

DOI: 10.12677/ojls.2023.116682 4786 法学 
 

十分复杂，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多元文化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具体表

现在教育上，多元教育自然成为美国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正如《美国教育基础——社会展望》所描述

的那样：“多元文化主义就是把少数民族文化接受为国家文化中特殊的、单独的成分，以便使国家政策

与保存多种文化相适应，而不是加以压迫、消灭或混合。”在美国，来自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国

籍的学生在一个学校里就读的现象很普遍。 
第二，社会团体积极参与，教育具有广泛性。在美国，教育不仅仅是政府的事，除了联邦、州和地

方教育行政机构以外，还有众多官方或非官方的社会团体对教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教育界外部，工

会、新闻传播界、财团控制的各种基金会、宗教团体、各种政治团体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取各种方

法来监督或参与各种教育活动；在教育界内部，美国教师联合会(AFT)、全国教育协会(NEA)等教育团体

以及其他各种专业性教育组织，凭借他们丰富的教育经验和全国的分支组织来影响教育决策 [13]；此外，

还有一些民间的认可组织，审定组织和协调组织也对教育起着很大作用。 
第三，大众教育和英才教育并重，教育具有独特性。其他国家要么偏重大众教育，要么偏重英才教

育，但美国教育有一个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大众教育和英才教育二者并重，彼此不分厚薄。一方面，美

国一直把“教育民主化”、“教育机会均等”作为头等目标，并为此花费了巨额投资，做了大量工作；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非常重视英才教育，1958 年的《国防教育法》和 1974 年的《天才教育法》都提出

要为英才教育提供人力、物力和法律上的保障。此外，美国还不惜花巨资网罗外国的精英人才，把它作

为英才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重视教育立法，教育具有规范性。在美国，联邦和各州都很重视教育立法工作。除了联邦教

育法外，还有各州的教育法，各种教育法规比较完善，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教育法规体系。由于美国是法

治国家，公民的法律意识十分浓厚，再加之其教育立法准备充分、审查严格、程序规范，因而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以法治教，依法办学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自觉行动。重视教育立法，不断完善和规范教育法

规，不仅是美国教育的一大特点，也是美国教育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5. 法律商谈理论对我国教育法典编纂的方法论路径 

5.1. 法律商谈理论对我国教育法典编纂的方法论启示 

在世界法典化潮流的浸染与推动下，我国学者提出了制定《教育法典》的宏伟愿景 [14]。我国教育法

典现代化已是必然趋势。以依法治教思想为指导，推动教育法法典化进程可以说是一项重要措施，其中

包括加强理论基础，整合教育法体系，深化学科建设支持教育法典化等三个方面 [15]。通过德日英美教育

法典的模式以及法典背后法律教育价值的比较，站在全球化的视角观察，法典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思想与

哈贝马斯法律商谈理论不谋而合：主张法治立法方法论、理性立法方法论、民主立法方法论。伴随着全

球化的深入，国与国之间的沟通和合作越来越密切，法律制度在这一进程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它是一国

重要的组成部分。德日英美四国作为法治发达的国家，其法典制度以及法律教育价值深受国际社会的关

注，对于我国法律制度建设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理论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德日英美四国都拥有自己的法典制度，而这些法典在各自的国家中都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英国的法律体系源于普通法，但在过去几十年中，英国也逐渐开始拥抱成文法，制定了多个

法典。美国则以其联邦法典和各州法典为基础，实现了联邦和州之间法律规则的统一。德日英美四国的

法典制度的背后，有着一种共同的法律教育价值。这种教育价值是基于严谨性、规范性、科学性和专业

性的价值观，强调法律知识的重要性，注重法律教育的质量和深度。 
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理论提出了法律交流和互鉴的理念，主张各国之间应该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实现

本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哈贝马斯法律商谈理论与德日英美四国的法典交流和互鉴思想非常契合，也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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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育法典的制定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哈贝马斯法律商谈理论落实到教育法典编纂过程中主要有三

种方法论可供我国借鉴，分别为法治立法方法论、理性立法方法论、民主立法方法论 [16]。 

5.2. 我国教育法典编纂的具体方法 

5.2.1. 坚持法治立法方法论 
法治立法方法论要求教育主体的行为不得逾越法律，具体来讲，包括法律保留、法律优先及狭义合

法性立法方法  [17]。对于教育法典的制定要坚持法治立法方法论。法治立法方法论要求所有的法律规范都

必须依法制定、依法执行、依法监督，保障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教育法典的编纂也应该遵循这一方

法，以确保教育法律规范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在教育法典的制定过程中，需要遵循相关法律程序，进行

广泛的征求意见和协商，以确保法律规范的适用性和可行性。在教育法律规范的制定过程中，需要考虑

到教育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保障每个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在编纂教育法典时，应该遵循合理、公正和平

等的原则，建立健全的教育法律制度，保障教育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教育法律规范的效力和权威性是保

障教育法律规范得以实施的重要保证。教育法律规范的实施需要充分考虑到实际的教育需求和情况，保

证法律规范的实际效果和意义，确保教育法律规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5.2.2. 坚持理性立法方法论 
理性立法方法论要求法律规范应该合乎理性、科学、公正、合法和合适的标准。在教育法典的编纂

过程中，理性立法方法论应该贯穿始终。因此，教育法典的编纂应该以满足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为出发

点，立足于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使法律规范更加符合教育的客观要求。教育是关系到每个人的权利和

利益的事情，教育法律规范应该充分考虑到不同群体的权利和利益，保障每个人在教育中的平等权利，

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教育是一个具有复杂性、实践性和变化性的领域，教育法典的编纂应该

充分考虑到现实情况和实践经验，结合实际，尽可能地考虑到教育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可落实性，使法律

规范能够真正地服务于教育实践。教育法律规范不仅要有理论基础，也需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

段来支撑。教育法典的编纂应该遵循科学的方法，基于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收集、分析和评估

教育实践中的数据和信息，以制定更加科学、合理和有效的教育法律规范。在当今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时

代，教育法典应该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来收集、整理、分析和运

用教育相关数据，提高教育法律规范的科学性和技术性。教育是受到社会和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领域之

一，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对教育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都有着不同的影响。因此，在教育法典的编纂

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和法律传统，以适应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促进教育法律规范的多元化和包容性。 

5.2.3. 坚持民主立法方法论 
教育法典的编纂需要坚持民主立法方法论，以确保公众参与和社会反馈的渠道畅通，制定出更具代

表性、公正性和民主性的教育法典。教育法典的编纂需要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教育法典对教育

实践的影响非常重大，在制定教育法典时，必须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渠

道向社会公众传递法典制定的意义和目的，以及有关教育法典制定的过程和结果。此外，政府应该积极

邀请公众参与教育法典制定的过程，包括征求公众意见和建议，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以确保教

育法典制定主体的代表性和公正性。另外，需要建立专家咨询机构和民主决策机制。教育法典的编纂需

要依托专业的咨询机构，利用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为政府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同时，政府应当建立民

主决策机制，制定规范的决策程序和公正的决策机制，保障决策的公正、透明和民主。 
教育法典的制定涉及到教育权利的保障和教育资源的分配，需要充分考虑到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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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典的编纂应该以公正和平等为原则，充分考虑到不同群体的需求和利益，避免制定过程中出现特

殊利益的过度倾斜，确保教育法典的公正性和民主性。教育法典的制定过程应该公开透明，让社会公众

充分了解教育法典制定的过程和结果。政府应该公布有关教育法典制定的各种信息和数据，包括有关教

育法典制定的过程、时间表和目标，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政府应当建立社会监督和评估

机制，使教育法典的实施更加民主和透明。教育法典编纂完成后，政府应当对教育法典实施的情况进行

监督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实施中的问题，确保教育法典的有效实施。同时，在教育法典的编纂过程

中，必须遵循法律程序，尊重法律程序的正当性，确保教育法典制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此外，还需要

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明确教育法律规范的范围和力度，规范教育行为，保障教育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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